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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须逊雪三分白ꎬ雪却输梅一段香”
———性别平衡、性别观念与企业创新

曹　 晖　 潘春阳　 张　 琼∗

　 　 摘要: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跻身于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创新活动之中ꎬ性别平衡

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这一话题逐渐引发关注和热议ꎮ 本文综合采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中国微观企业创新调查等多个数据库ꎬ考察企业内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对专

利申请的影响ꎬ性别观念对性别平衡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ꎬ以及异性合作如何影响

个体的工作表现ꎮ 研究发现:首先ꎬ性别平衡指数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ꎬ企业专利申

请增加 ０.２％ꎬ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ꎮ 其次ꎬ传统性别观念是

制约女性发挥创新效应不可忽视的调节因素ꎬ即性别歧视越严重的地区ꎬ性别平衡

对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越弱ꎮ 再次ꎬ与异性合作越多的个体其社会交换取向、尤其

是声誉回报等广义交换取向得分越高ꎬ且其在工作中的表现更好ꎮ 因此ꎬ本文有助

于学界从性别平衡和性别观念的角度深入理解企业创新的内在规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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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ꎬ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ꎬ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ꎮ 在此背景下ꎬ持
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ꎬ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ꎬ被视为全面塑造我国发展新优势的关键战略举

措(刘世锦ꎬ２０１９ꎻ任保平、豆渊博ꎬ２０２１)ꎮ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ꎬ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ꎬ促
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ꎮ

一直以来ꎬ男性在科技创新领域占据主导地位ꎬ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ꎬ越来越多

女性参与到创新活动之中ꎬ并逐渐成为科技创新领域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ꎮ 根据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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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组织(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ＷＩＰＯ)的统计ꎬ２０１９ 年我国有女性参与的

专利合作条约(Ｐａｔ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ꎬＰＣＴ)专利申请比例高达 ３２.４％ꎬ位居世界首位ꎮ①

在我国ꎬ无论是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教授ꎬ还是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作

出重大贡献的李兰娟院士、陈薇院士ꎬ都是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杰出代表ꎮ 统计资料显示ꎬ
从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１７ 年ꎬ我国科技人员中女性数量增长 １１０％以上ꎬ科技活动人员中女性比例

也从 ２４.８％上升至 ２６.７％ꎮ②

与此同时ꎬ我国推出一系列举措努力为女性科技人员提供各种发展机会ꎬ在科技人员性

别平等问题上取得长足进步ꎮ ２０１１ 年ꎬ科技部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共同颁布了«关于加

强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ꎬ从十个方面提出加强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ꎮ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陆续实施了“同等条件下女性科技人员优先”、“放宽女性

申请青年科学基金的年龄到 ４０ 岁”、“明确女性可以因生育而延长在研项目结题时间”ꎬ以及

“逐步增加专家评审组中的女性成员人数”等一系列政策(赵延东等ꎬ２０１６)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科技部等十三部门印发«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

施»的通知(国科发才〔２０２１〕１７２ 号)ꎬ采取 １６ 项措施来进一步激发女性科技人才创新活力ꎮ
即便如此ꎬ实现科技人才队伍中的性别平衡之路依然任重道远ꎮ ２０１６ 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委托ꎬ对 １２ ０４０ 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

工作的科研人员开展问卷调查ꎬ结果显示:女性科研工作者抱怨学术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ꎬ家庭和社会压力不降反升ꎬ迫切希望能获得倾斜性支持(李睿婕等ꎬ２０１８)ꎮ 另外ꎬ数据显

示ꎬ截至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女性占比分别仅为 ６％和 ５.３％ꎬ女性

高层次科研人员的数量和占比明显偏低ꎮ
促进不同性别科技人员合理搭配以尽可能实现“性别平衡”不只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

话题ꎬ其本身对组织创新和发展也非常重要ꎮ 有研究通过实验发现ꎬ团队中女性成员比例上

升能提高集体智慧ꎬ从而改善团队在标准化任务中的表现(Ｗｏｏｌｌｅ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ꎻ当然ꎬ也有

研究对此持否定意见ꎬ如 Ａｌｌｍｅｎｄｉｎｇｅｒ 和 Ｈａｃｋｍａｎ(１９９５)发现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交响乐团

中ꎬ加入女性反而会降低演奏表现ꎮ 具体到创新ꎬ不少基于丹麦、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经验

研究发现ꎬ企业性别比例趋于平衡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创新绩效(Øｓｔｅｒｇａａｒ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Ｄíａｚ－
Ｇａｒｃí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这一论断对于我国是否也适用ꎬ还是未定之数③ꎮ 另外ꎬ在我国ꎬ社会习

俗和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女性应处于从属地位ꎮ 在这样的对女性存在偏见和刻板印象的文化

环境中ꎬ女性科技人员对企业创新力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ꎬ显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ꎮ
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中国微观企业创新调查数据库、２０１０ 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

查数据ꎬ以及自行设计问卷搜集所得第一手科技企业员工调查数据ꎬ并辅以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个体数据以及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各年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调查等多个数据来源ꎬ本文致力于考察性别平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ꎬ并特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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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２０２０ 年专利合作条约年鉴»(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ｚｈ / ｄｅｔａｉｌｓ.ｊｓｐ? ｉｄ＝ ４５０８)ꎮ
根据相应年份«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到ꎮ
据笔者所知ꎬ目前只有 Ｘｉｅ 等(２０２０)运用我国一个省的数据研究了类似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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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传统性别观念对这一创新效应的调节影响ꎬ以及从异性合作如何影响个体的工作表现这

一角度来理解性别平衡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基础ꎮ 研究发现:首先ꎬ在控制“城市－年
份”和“行业－年份”以及企业固定效应之后ꎬ企业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每提高 １ 个百分

点ꎬ专利申请量相应增加 ０.２％ꎮ 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ꎮ 在研发强度、
竞争激烈程度、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劳动比不同的行业中ꎬ该效应并无显著差别ꎮ 其次ꎬ性别

歧视越严重的地区ꎬ性别平衡对于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越弱ꎬ这意味着传统性别观念依然是

制约女性发挥创新作用的重要障碍因素ꎮ 最后ꎬ微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ꎬ考虑性别、年龄、受
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以及职级等个体可观测特征因素之后ꎬ个体经常共事同事中的异性构成

比例越高ꎬ其社会交换取向(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ＳＥＯ)得分越高ꎬ具体表现为协商交

换取向 (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ＮＥＯ) 和广义交换取向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ＧＥＯ) 得分更高ꎬ且广义交换取向得分增加主要源于声誉回报 ( Ｒｅｗａｒｄｉｎｇ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ꎬＲＲ)得分增加ꎮ 更进一步ꎬ考虑上述个体可观测特征因素后ꎬ社会交换取向得分

与个体工作表现统计显著正相关ꎮ 具体而言ꎬ社会交换取向中的互惠交换取向(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ＲＥＯ)与广义交换取向(ＧＥＯ)得分ꎬ以及广义交换取向中的利他传递

(Ｐａｙｉｎｇ Ｉ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ꎬＰＩＦ)、声誉回报(ＲＲ)和期望间接回报的单边给予(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Ｇ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ｏｎꎬＵＧ)得分均与个体的工作表现存在统计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ꎮ 这是理解前述企业层面性别平衡提升创新绩效的一个可能的微观视角ꎮ
本文可能的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ꎬ本文使用我国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间全国层面

的微观企业创新调查数据库ꎬ考察科技企业性别平衡对创新的影响ꎬ这是相关研究中较少被

涉及和探讨的话题ꎮ 其次ꎬ采用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构建区域性的性别态度指标ꎬ发
现传统性别观念的确会影响女性发挥创新作用ꎬ这也是已有研究中较少被关注的调节因素ꎮ
此外ꎬ我们从社会交换取向角度探索个体和异性合作与其工作表现之间的联系ꎬ从而有助于

理解性别平衡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机制ꎮ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ꎬ第二部分结合相关文献提出研究假说ꎬ第三部分说明数据来源

及相关变量特征ꎬ第四部分是主要回归结果及讨论ꎬ最后总结全文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的提出

团队协作而非单人奋战已经成为组织内部非常常见的工作模式(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３)ꎬ
因此ꎬ深入理解团队绩效的决定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Ｈｏｏｇｅｎｄｏｏｒ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团队表现

的潜在决定因素之一是其多样性ꎬ也正因为此ꎬ群体多样性对组织创新和发展的影响一直是

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经久不衰的热议话题ꎮ
关于多样性对团队表现影响的理论讨论非常多ꎬ但经验证据相对薄弱(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ꎻＨｏｏｇｅｎｄｏｏｒ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一方面ꎬ“社会类化理论”强调ꎬ在具有不同群体的组织中ꎬ
个体倾向于将自己主动归类到某一类别(群体)ꎬ这一“去个性化”行为增强了个体对所属群

体的认同感ꎬ同时降低了对“非我族类”的信任度ꎬ最终导致群体间沟通减少和冲突增加ꎬ降
低整个组织的凝聚力(Ｔａｊｆｅｌ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ｅｒꎬ１９８６ꎻＨｏｇｇ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ｙꎬ２０００)ꎮ “相似吸引理论”认

为ꎬ人们总是被那些与自身相似的个体所吸引ꎬ并且通过与其交往获得积极体验ꎮ 相反ꎬ当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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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与那些和自身差异较大的个体交往时ꎬ往往会产生负面的心理体验(Ｂｙｒｎｅꎬ１９７１ꎻＭａｊｏｒ
ａｎｄ Ｏ’Ｂｒｉｅｎꎬ２００５)ꎮ 另一方面ꎬ“信息决策理论”认为ꎬ组织内不同特征的成员往往具有不

同类型的优势和能力ꎬ能够碰撞出不同的观点和想法ꎬ从而有助于发挥不同群体积极的互补

效应(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ｎｄ Ｏ’Ｒｅｉｌｌｙꎬ１９９８)ꎮ Ｅｄｍｏｎｄｓｏｎ(１９９９)甚至认为ꎬ不同群体观念不同有助于

群体之间展开反思式沟通ꎬ从而有助于组织创新和发展ꎮ
性别平衡是群体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维度ꎮ 一般而言ꎬ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特质ꎬ男性

往往更具攻击性、成就取向和支配性ꎬ而女性则更具有从属性和养育性(张松波、许爽ꎬ
２０１６)ꎮ 因此ꎬ组织内性别平衡程度增加既有可能导致男女群体之间的冲突ꎬ从而不利于组

织绩效的提升ꎬ也有可能促使男女分工协作、优势互补ꎬ从而有利于组织绩效的改善ꎮ 性别

构成比例对组织绩效的综合影响ꎬ取决于沟通协调成本与知识技能潜在多样性收益之间的

权衡取舍(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３)ꎮ 毫无疑问ꎬ上述相互冲突的理论机制需要经验研究来予以

澄清ꎬ因此不少学者针对不同群体来考察性别平衡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ꎬ得到

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结论ꎮ
与理论研究论断存在分歧相呼应ꎬ经验研究的结论也不尽一致ꎮ 在针对企业高管和董

事会性别平衡的研究中ꎬＡｄａｍｓ 和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２００９)使用美国上市公司数据发现ꎬ董事会的女

性成员更不会缺席董事会会议ꎬ性别趋于平衡会增加男性董事的出席记录ꎬ并更好地激励和

监督 ＣＥＯꎮ 此外ꎬ该文发现董事会的性别平衡提高会削弱企业的财务表现ꎬ但这一关系只对

公司治理水平高的企业才成立ꎮ 而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和 Ｍíｎｇｕｅｚ－Ｖｅｒａ(２００８)则发现董事会成员性

别平衡会增加公司价值ꎮ Ｍａｔｓａ 和 Ｍｉｌｌｅｒ ( ２０１２)、Ｎｙｇａａｒｄ ( ２０１１) 以及 Ａｈｅｒｎ 和 Ｄｉｔｔｍａｒ
(２０１２)利用挪威上市公司要求在 ２００８ 年之前将女性董事成员提升至 ４０％以上(２００６ 年这

一政策实施前女性董事占比约为 ９％)这一外生政策冲击ꎬ来考察董事会性别构成对公司业

绩和 /或治理的影响ꎮ Ｍａｔｓａ 和 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１２)并没有发现这一政策影响企业长期利润的证

据ꎻＮｙｇａａｒｄ( ２０１１) 发现ꎬ 这一政策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公司的累计异常收益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ꎬＣＡＲ)有统计显著的正向影响ꎬ对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公司的

ＣＡＲ 影响为负但统计不显著ꎻＡｈｅｒｎ 和 Ｄｉｔｔｍａｒ(２０１２)则指出由于新增加的(女性)董事会成

员比较年轻且经验不足ꎬ这一改革对上市公司价值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ꎮ
在针对组织员工性别平衡的研究中ꎬＴｓｏｕ 和 Ｙａｎｇ(２０１９)使用 ２００４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数据ꎬ得出了员工性别平衡会负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结论ꎬ但这一结果

对于受过较高教育的职工群体并不成立ꎮ Ａｐｅｓｔｅｇｕｉａ 等(２０１２)基于一项大型在线商业游戏

的数据ꎬ发现只有女性的团队比男女混合团队表现更差ꎮ Ｈｏｏｇｅｎｄｏｏｒｎ 等(２０１３)基于实地实

验发现两性构成各占一半的团队相比于男性占主导的团队表现更好ꎮ Ｍｉｌｌｅｒ 和 Ｓｅｇａｌ(２０１９)
基于美国数据ꎬ考察将女性招入警察队伍能否改善警察执法ꎬ结果发现针对女性的犯罪尤其

是家暴犯罪的报案率显著上升ꎬ而其他犯罪的报案率则没有发生明显变化ꎮ
针对科技人员性别平衡的研究方兴未艾ꎬ并与本文研究直接相关ꎮ Ｄíａｚ－Ｇａｒｃíａ 等

(２０１３)采用西班牙 ２００７ 年的数据ꎬ发现研发人员性别平衡会正向影响突破式创新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而不会显著影响渐进式创新 (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ꎮ Ｔｅｒｕｅｌ 和

Ｓｅｇａｒｒａ－Ｂｌａｓｃｏ(２０１７)随后使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的 ＰＩＴＥＣ 数据研究了相似问题ꎬ也同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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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类似的正面影响ꎮ Øｓｔｅｒｇａａｒｄ 等(２０１１)使用丹麦 ２００６ 年的数据ꎬ发现性别平衡和企

业创新之间存在明显的“倒 Ｕ 型”关系ꎮ 杨振兵(２０１６)构造了一个男性为获取女性好感

而努力工作、进而提升团队整体绩效的理论模型ꎬ并从行业与省际层面对此进行检验ꎬ发
现总体而言女性比重提高有助于提高生产率ꎮ Ｘｉｅ 等( ２０２０) 则分析了我国东部某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微观企业创新调查数据库ꎬ发现研发人员性别平衡增强会提高企业创新效

率ꎮ 本文根据上述分析提出:
假说 １:性别平衡改善有助于企业创新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乃至创新潜力的发挥ꎬ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所在

社会的性别观念ꎮ 长期以来ꎬ我国社会存在“重男轻女”的习俗和偏见ꎬ但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ꎬ这一传统观念正在不断消解ꎮ 杨菊华等(２０１４)使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数据ꎬ发现近 ２０ 年来我国性别观念总体上渐趋于平等ꎮ 刘爱玉和佟新(２０１４)使用相同

数据ꎬ发现女性婚前家庭经济地位、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家庭权力至少与丈夫相当等因素

都有利于形成更加现代的性别观念ꎮ 卿石松(２０１８)指出ꎬ性别观念存在代际传承ꎬ提高

教育水平有助于破除这一代际传递ꎮ 一些近期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性别观念变化的内在原

因ꎬ诸如贸易(郑妍妍等ꎬ２０１８ꎻＬｉꎬ２０２１)、房价(赵文哲等ꎬ２０１９)、历史上的棉花革命

(Ｘｕｅꎬ２０２０)、义务教育法的实施(Ｄ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１)等都会影响性别观念ꎮ 也有研究关注性

别观念对劳动参与(卿石松ꎬ２０１７)和性别收入差距(卿石松ꎬ２０１９)的影响ꎮ 我们认为ꎬ性
别观念比较现代化的地区ꎬ女性会得到更好地培养ꎬ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ꎬ并更善于与

男性交流ꎬ因此ꎬ科研团队性别互补的优势更有可能在研发活动中得到充分展现ꎮ 本文根

据上述分析提出:
假说 ２:性别平衡提升企业创新ꎬ突出体现在性别观念比较现代的区域ꎮ
团队性别构成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团队的绩效和表现ꎮ Ａｄａｍｓ 和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２００９)从

“相互监督”角度揭示董事会性别构成比例的影响ꎬ指出董事会性别构成更平衡对应于更严

肃紧张的监督活动ꎻＧｕｌ 等(２０１１)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ꎮ 不少学者从管理学和社会心理学

等角度的研究也提供了很多理解性别构成影响团队绩效表现的内在机制ꎮ Ｐｅｌｌｅｄ(１９９６)和
Ｐｅｌｌｅｄ 等(１９９９)指出ꎬ性别构成可能影响团队成员之间的友谊和冲突等人际关系ꎬ从而影响

成员的绩效表现ꎮ Ｄｕｆｗｅｎｂｅｒｇ 和 Ｍｕｒｅｎ(２００６)基于实验室中的团队独裁者游戏结果ꎬ发现

异性混合团队相比于单一性别团队更为慷慨也更加关注平等ꎮ Ｗｏｏｌｌｅｙ 等(２０１０)表明ꎬ女性

构成比例更高的团队因为平均社会敏感度较高ꎬ其相对表现更好ꎮ 为提供一个理解团队性

别构成影响组织创新绩效的微观视角ꎬ本文根据上述分析提出:
假说 ３:与不同性别同事合作影响团队成员的人际关系进而影响其工作表现ꎮ
总之ꎬ关于性别平衡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这一话题依然存在一些空白和亟待改进之处ꎮ

一方面ꎬ现有相关研究往往针对发达经济体ꎬ较少涉及发展中国家ꎻ另一方面ꎬ现有研究忽视

了我国传统性别观念对性别平衡创新效应的影响ꎬ这不利于我们基于国情设计创新导向的

人才选配政策ꎻ与此同时ꎬ从不同角度去探讨性别平衡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可能机制ꎬ有助

于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政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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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数据与变量

出于研究所需ꎬ本文综合采用不同数据来源ꎮ 其中ꎬ科技人员性别构成以及专利申请信

息来自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各年的微观企业创新调查数据库ꎬ该数据包含了我国发生科技活动的

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ꎮ① 由于该数据缺少企业层面控制变量ꎬ我们将之与对应年度规模

以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ꎬ大约有 ９６.３％的观测值都能与后者匹配上ꎬ从而得以在引入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同时不丢失很多观测值ꎮ “性别观念”变量则主要来自第三期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ꎮ 该调查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为标准时点ꎬ围绕性别观念和态度、法律权益和

认知、以及婚姻家庭和生活方式等九个方面展开ꎬ共回收 １８ 岁及以上个体有效问卷 ２９ ６９８
份ꎮ② 之后ꎬ在异质性分析部分我们使用了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和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个体层面的抽样数据ꎬ以及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各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微观

数据ꎮ 此外ꎬ我们以“异性合作与工作绩效”为主题自行设计问卷ꎬ搜集第一手科技企业员工

调查数据ꎬ以探讨异性合作与个体工作表现之间的可能联系ꎮ
基于研究目的ꎬ选择回归方程如下:

ｌｎ(ｐａｔ) ｉｃｓｔ ＝β１ｂｌａｕｉｔ＋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φｉ＋ χ
ｃｔ＋ψｓｔ＋εｉｔ (１)

(１)式中:下标 ｉ、ｃ、ｓ、ｔ 分别代表企业、城市、二位数行业和年份ꎬ我们控制了企业层面、城市－
年份以及行业－年份固定效应ꎮ 其中行业代码以 ２００２ 年国民经济二位行业标准为依据进行

统一ꎮ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ｐａｔ)是专利申请数的自然对数ꎬ其中“专利申请数”可以直接从企业科技

活动微观调查中获得ꎮ 在稳健性分析中ꎬ我们也区分使用了发明专利和非发明专利(实用新

型、外观设计)的申请数ꎮ
核心解释变量是 ｂｌａｕꎬ即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ꎬ定义为“１－女性科技人员占比的平方－

男性科技人员占比的平方”ꎮ 不难看出它的取值范围在 ０ 和 ０.５ 之间ꎬ取值越大意味着性别

越平衡ꎮ 这个指数等同于“１－赫芬达尔指数”ꎬ反映了不同性别科技人员在企业科技人员构

成中偏离“势均力敌”的程度ꎻ该指标在文献中非常常见ꎬ我们在上面文献综述提到的绝大多

数探讨性别平衡的文章都使用了该指标ꎮ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及其平方(以考虑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

量企业规模)、是否国有控股、资产负债率、出口状态ꎮ 这些都是文献中认为会影响企业创新

的主要因素ꎮ
我们首先给出我国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的特征事实ꎮ 图 １ 基于 ２０１３ 年数据给出了

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的行业以及地域分布(基于其他年份的分布与之非常相似)ꎬ图中也

同时给出了女性科技人员的比例信息作为对照ꎮ 结果显示ꎬ在行业分布上ꎬ科技人员性别平

衡程度最高的是医药制造业ꎬ最低的是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ꎻ地域方面ꎬ海南是科技

人员多元化程度最高的省份ꎬ而较低的则是甘肃和青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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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这一数据库的详细介绍ꎬ参见张杰等(２０２０)ꎮ
该调查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ꎬ采用三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正比(ＰＰＳ)抽样方法ꎮ 详

见刘爱玉和佟新(２０１４)ꎮ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图 １　 ２０１３ 年科技人员女性比例及性别平衡指数的行业、地域分布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设计了很多关于性别观念的问题ꎬ我们围绕性别歧视认

知有关问题构建“性别观念”虚拟变量ꎮ 这四种行为分别是:因性别而不被录用或提拔、男女

同工不同酬、 因结婚 /怀孕 /生育而被解雇、因生女孩被人瞧不起ꎮ 如果被访者赞成这一观

念ꎬ就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ꎬ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四个虚拟变量ꎮ 此外ꎬ我们还考虑了个体总的性

别歧视认知水平ꎬ并定义为上述四个虚拟变量的平均值ꎮ 我们仿照 Ｆａｎ 等(２０２１)的做法ꎬ将
个体的答案在城市层面计算平均值ꎬ因此这些变量代表该城市有性别歧视观念的人群所占

比例ꎮ 可以看出ꎬ这些问题的答案分布非常相似ꎮ 各城市大约有 ２０％的被访者默许了这四

种行为ꎬ表明认知存在较强的一致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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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ꎬ我们还考虑了另外两个替代性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一个指标是族谱册数ꎮ
族谱反映了儒家宗族文化的影响ꎬ张川川和马光荣(２０１７)发现它会明显影响男孩偏好并阻

碍女性发展ꎮ 我们采用哈佛大学王裕华教授(Ｗａｎｇꎬ２０２０)整理的我国 １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族谱

数据ꎬ并将之在城市层面汇总ꎬ用以衡量宗族文化ꎮ 另一个指标是用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

样调查数据计算出来的分城市初生婴儿性别比ꎬＥ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０)发现计划生育政策会导致

性别选择行为ꎬ而在传统观念越浓厚的地方这种行为越普遍ꎮ
异质性分析部分用到了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和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的抽样数据ꎮ 前者覆盖了全国 １.３１％的人口ꎬ我们所使用的是这次调查的 ２５８ 万个抽样个

体样本ꎻ后者则是从 １０％长表中分省分层抽样ꎬ共有 ４６４ 万个观测值ꎮ 在具体计算时ꎬ我们

只保留了 １６－６５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样本ꎮ 基于 ２００５ 年抽样样本ꎬ我们计算出城市层面大专

以上不同性别劳动人口的平均收入ꎬ取对数后相减(男性－女性)ꎻ计算出每个城市所有劳动

人口不同性别的平均收入ꎬ取对数后相减(男性－女性)ꎮ 不难想象ꎬ收入差距会影响员工工

作积极性ꎬ而相较于高等教育群体的性别收入差异ꎬ所有劳动人口的性别收入差距更多反映

的是一种普遍的性别观念ꎮ 继而我们计算出每个城市大专以上劳动人口中女性比例以及所

有劳动人口的女性比例ꎮ 我们以此来衡量女性人力资本的供给情况ꎮ 为验证所得结论是否

一致稳健ꎬ我们使用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重新计算了这两个指标ꎬ并展

开相应分析ꎮ
我们借鉴 Ｈｏｏｇｅｎｄｏｏｒｎ 等(２０１３)以及 Ｙｏｓｈｉｋａｗａ 等(２０２０)的研究ꎬ以“异性合作与工作

绩效”为主题ꎬ设计了一份包含社会交换取向量表的调查问卷ꎬ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至 ４ 月间ꎬ在
上海、南京、无锡、常州等 ４ 个城市中各选了一个工业园区ꎬ通过在线形式向园区内科技企业

员工发放问卷ꎬ回收采集了 ３７８ 份ꎬ删除其中 １１ 份填写不完整的问卷后ꎬ最后一共得到 ３６７
份有效问卷ꎬ问卷有效率为 ９７.１％ꎮ

调查问卷包括三大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ꎬ涵盖性别、最高学历(包括高中及以下、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

博士研究生 ５ 个选项)、年龄(包括 ２５ 岁以下、２６－３０ 岁、３１－３５ 岁、３６－４０ 岁、４１－４５ 岁和 ４５
岁以上 ６ 个选项)、工作年限(不到 １ 年、１－３ 年、４－６ 年、７－９ 年和 １０ 年以上 ５ 个选项)以及

职级岗位类别(普通员工、基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 ４ 个选项)ꎮ
第二部分为同事性别构成与工作表现ꎬ涵盖工作中经常共事的同事中的女性构成(０－

１００％)和在企业的表现(包括相对较差(前 ７５％－１００％)、略低于平均(前 ５０％－７５％)、高于

平均(前 ２５％－５０％)、比较优秀(前 １０％－２５％)、十分优秀(前 ５％－１０％)、非常突出(前 １％－
５％)和出类拔萃(前 １％)７ 个选项)ꎮ

第三部分为社会交换取向量表(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ＳＥＯＳ)ꎬ由 １０ 道题构

成ꎬ每道题均采用李克特 ７ 分量表形式ꎬ包括协商交换取向(ＮＥＯ)、互惠交换取向(ＲＥＯ)与
广义交换取向(ＧＥＯ)ꎬ其广义交换取向又进一步包括 ３ 个细分维度ꎬ即利他传递(ＰＩＦ)、声誉

回报(ＲＲ)和期望间接回报的单边给予(ＵＧ)ꎮ 具体问题如下:(１)工作中为别人额外做事之

前应该先要求回报ꎻ(２)我请同事额外做事时经常犹豫不决ꎬ除非我很清楚能够回报他 /她ꎻ
(３)工作场所有人帮了我忙ꎬ我觉得我有义务以某种方式回报他 /她ꎻ(４)如果有人为我做了

什么ꎬ我觉得有必要为他 /她做些什么ꎻ(５)我认为在工作中帮助别人ꎬ总有某天也会以某种

方式得到帮助ꎻ(６)我很乐意在工作中帮助别人ꎬ因为总有一天别人也会帮助我ꎻ(７)当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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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同事支持时ꎬ我也应该向工作场所中的其他人提供支持ꎻ(８)工作中我得到别人帮助时ꎬ总
希望可以通过帮助别人来作为回报ꎻ(９)工作中我应该善待那些善待他人的人ꎻ(１０)当一个

经常给别人提供支持的同事遇到困难时ꎬ我应该为他 /她做点什么ꎮ 其中ꎬＮＥＯ 包括第(１)、
(２)题ꎬＲＥＯ 包括第(３)、(４)题ꎬＰＩＦ 包括第(５)、(６)题ꎬＲＲ 包括第(７)、(８)题ꎬＵＧ 包括第

(９)、(１０)题ꎮ
表 １ 分别给出了所得关键指标的描述统计ꎮ 其中表 １－Ａ 对应于企业层面数据ꎮ 我们发

现匹配后样本观测值共有 １７６ ２０６ 个ꎬ样本企业中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平均值为 ０.２５２ꎬ刚
好处于最小值和最大值的中间位置ꎬ表明该指标偏度比较适中ꎮ 样本企业专利申请中的主

体构成为非发明专利ꎬ不同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差异明显ꎮ 此外ꎬ样本中约有 ７.１％的企业为

国有企业ꎬ不少企业的负债率较高(样本平均值为 ５３.５％)ꎬ企业平均年龄为 １１.３５ 年ꎬ总资

产规模较大且约 ３７.８％的企业有出口交易行为ꎮ

　 　 表 １－Ａ 　 　 核心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企业层面)描述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 １７６ ２０６ ０.２５２ ０.１６４ ０ ０.５
是否国有控股 １７６ ２０６ ０.０７１ ０.２５６ ０ １
资产负债率 １７６ ２０６ ０.５３５ ０.２４９ ０ １.９９４
企业年龄 １７６ ２０６ １１.３５４ ８.９６２ ０ １００
ｌｎ(总资产) １７６ ２０６ １１.６０１ １.４５７ ５.８５８ ２０.１６０
是否出口 １７６ ２０６ ０.３７８ ０.４８５ ０ １
ｌｎ(专利申请) １７６ ２０６ ０.８６５ １.１８５ ０ ９.２８７
ｌｎ(发明专利申请) １７６ ２０６ ０.３５２ ０.７６２ ０ ９.２４８
ｌｎ(非专利申请) １７６ ２０６ ０.６３８ １.０６１ ０ ７.６６７

表 １－Ｂ 对应于考察“性别观念”影响时新增指标的描述统计ꎮ 其中ꎬ上半部分为第三期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有关“性别歧视”指标加总到城市层面的情形ꎮ 我们发现ꎬ各城市

平均约 ２３.８％的人默许“因性别而不被录用或提拔”ꎬ默许“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比例平均而

言最低(为 １９.３％)ꎬ各城市平均而言约五分之一(分别为 ２０.８％和 ２０.２％)的人默许“因结

婚 /怀孕 /生育而被解雇”和“因生女孩被人瞧不起”ꎬ且不同城市的性别歧视观念存在较为

明显的差异ꎮ 下半部分则分别对应于“族谱册数”和“出生婴儿性别比”ꎮ 结果显示ꎬ各城市

平均而言拥有 １６.７２ 册族谱ꎬ出生婴儿性别比均值为 １２２.４ꎮ

　 　 表 １－Ｂ 　 　 性别观念(加总到城市层面)描述统计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变量名
相应问题:你是否默许以下行为?

(是＝ １ꎻ否＝ ０)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念:录用 因性别而不被录用或提拔 ２５４ ０.２３８ 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７８９
观念:薪酬 男女同工不同酬 ２５４ ０.１９３ ０.１３０ ０.０００ ０.８４７
观念:怀孕 因结婚 / 怀孕 / 生育而被解雇 ２５４ ０.２０８ ０.１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９３１
观念:女儿 因生女孩被人瞧不起 ２５４ ０.２０２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８１４
观念:总体 － ２５４ ０.２１１ ０.１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６６
中国 １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族谱数据库(Ｗａｎｇꎬ２０２０)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族谱册数 ２５６ １６.７２３ ３９.１２２ ０.０００ ５６０.０００
出生婴儿性别比(２００５ 年) ３４０ １.２２４ ０.３８３ ０.４４４ ３.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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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Ｃ 为基于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和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所得

新增指标的描述统计ꎮ 结果显示ꎬ高学历女性比例小于全部劳动年龄人口女性比例ꎬ性别工

资差距也小于后者ꎮ

　 　 表 １－Ｃ 　 　 人口抽样和人口普查数据(加总到城市层面)描述统计
２００５ 年 １％全国人口抽样调查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高学历(大专及以上)性别工资对数差距 ３３１ ０.１５４ ０.０９２ －０.１０５ ０.７０２
性别工资差距 ３３１ ０.３７７ ０.１２４ ０.１０１ ０.７７１
大专及以上学历女性比例 ３３１ ０.４２４ ０.０６２ ０.２４１ ０.７１６
女性比例 ３３１ ０.５０２ ０.０１７ ０.４３７ ０.５７３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高学历(大专及以上)女性比例 ３２８ ０.４５８ ０.０３９ ０.３３１ ０.５８０
女性比例 ３２８ ０.４９３ ０.０１１ ０.４２９ ０.５１８

表 １－Ｄ 则为基于自行设计问卷调查所得数据中有关指标的描述统计ꎮ 结果显示ꎬ调查

对象的社会交换取向(尤其是互惠交换取向和广义交换取向)得分较高ꎬ性别比例适中且与

异性合作较为常见ꎮ

　 　 表 １－Ｄ 　 　 “异性合作与工作绩效”调查问卷数据(个体层面)描述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在企业的表现(自评ꎬ１—７) ３６７ ３.７７ １.３０ １ ７
社会交换取向(ＳＥＯ)＝ ＮＥＯ＋ＲＥＯ＋ＧＥＯ ３６７ ４９.７８ ７.８６ １３ ７０
　 　 协商交换取向(ＮＥＯ) ３６７ ７.０２ ２.７２ ２ １４
　 　 互惠交换取向(ＲＥＯ) ３６７ １０.４４ ２.１６ ２ １４
　 　 广义交换取向(ＧＥＯ)＝ ＰＩＦ＋ＲＲ＋ＵＧ ３６７ ３２.３３ ５.７７ ６ ４２
　 　 　 　 利他传递(ＰＩＦ) ３６７ １０.４２ ２.１６ ２ １４
　 　 　 　 声誉回报(ＲＲ) ３６７ １０.６１ ２.２４ ２ １４
　 　 　 　 期望间接回报的单边给予(ＵＧ) ３６７ １１.３０ ２.０７ ２ １４
经常共事同事中的异性构成(％) ３６７ ３９.７４ ２２.３３ ７ ７７
性别(男性＝ １) ３６７ ０.５５ ０.５０ ０ １
年龄(３６ 岁以上＝ １) ３６７ ０.２９ ０.４６ ０ １
受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 １) ３６７ ０.７８ ０.４２ ０ １
工作年限(４ 年以上＝ １) ３６７ ０.２６ ０.４４ ０ １
职级岗位(中层及高层管理人员＝ １) ３６７ ０.８３ ０.３８ ０ １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我们首先检验假说 １ꎮ 表 ２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ꎮ 其中ꎬ第(１)列只引入核心解释变量

以及控制城市、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ꎮ 结果显示ꎬ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对企业专利申请存

在统计显著的正向影响ꎮ 具体表现为:企业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提高 １ 个百分点ꎬ企业专

利申请平均而言将增加 ０.８％ꎮ 第(２)列则引入“是否国有控股”、“资产负债率”、“企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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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及其平方项、“ｌｎ(总资产)”以及“是否出口”等控制变量ꎬ且同时控制城市、行业和年份

固定效应ꎮ 此时ꎬ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对企业专利申请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依然为正且统

计显著ꎬ但系数减小ꎮ 这些都表明假说 １ 得到了验证ꎮ

　 　 表 ２ 　 　 检验假说 １:基准回归
ｌｎ(专利申请) (１) (２) (３) (４)

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 ０.８０１∗∗∗ ０.５５０∗∗∗ ０.２０３∗∗∗ ０.２０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４)
是否国有控股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资产负债率 －０.１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企业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企业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ｌｎ(总资产) ０.２３９∗∗∗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是否出口 ０.１６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观测值个数 １７６ ２０４ １７６ ２０４ １４７ ６３１ １４７ ６０１
Ｒ２ ０.１０１ ０.１８８ ０.７７８ ０.７８０
企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注:(１)括号中是城市层面聚类标准误ꎮ (２)∗∗∗、∗∗、∗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ꎮ

各控制变量方面ꎬ多数变量估计系数统计显著且符号符合预期:国有企业的专利申请数

相对而言更多ꎬ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专利申请数相对较少ꎬ不同年龄企业的专利申请数不

存在统计显著差异ꎬ规模较大、出口企业专利申请数相对较多ꎮ 第(３)列则在引入上述控制

变量之外ꎬ额外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ꎮ 此时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这一指标的估计系

数仍然为正且统计显著ꎬ但系数进一步减小ꎮ 第(４)列则不仅控制企业固定效应ꎬ还控制了

“行业－年份”和“城市－年份”固定效应ꎬ此时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这一指标的估计系数依

然为正ꎬ且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ꎬ系数与第(３)列的估计结果基本相同ꎮ 考虑到

引入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企业、行业－年份以及城市－年份固定效应的做法ꎬ考虑了企业可观测

特征、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以及城市和行业随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ꎬ尽可能地缓减了可能

的遗漏变量导致估计结果有偏的问题ꎬ因此之后的分析全部采用这一模型设定ꎮ
(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我们做了一系列稳健性和异质性分析ꎮ 稳健性分析包括:首先ꎬ只使用科技企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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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直辖市、区分发明专利和非发明专利ꎬ都没有发现结果发生显著变化ꎮ 然后ꎬ进一步控

制了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的企业女性雇佣平衡指数ꎬ因为只能选用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都出现过的企业ꎬ样本容量缩小一半ꎬ但结果依然和基准回归差别不大ꎮ 异质性分析

包括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ꎬ前者区分考察大中型工业企业比例高低、国有控股企业比例

高低、多产品企业比例高低、研发强度高低、生产率高低等ꎬ基本没有发现显著的异质性效

应ꎬ城市异质性利用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和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构造了不同城

市的性别工资差异、高学历女性比例等指标ꎬ也基本没有发现明显的异质性效应ꎮ①

接下来检验假说 ２ꎮ 具体而言ꎬ我们考虑本地性别观念对性别平衡创新效应的调节作

用ꎬ表 ３ 给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ꎮ 结果显示某城市持有性别歧视观念的人数比例上升 １ 个

百分点ꎬ会使主效应下降 ０.００５ 左右ꎮ 交互项的结果数值最小并且显著性最低的是关于“男
女同工不同酬”的看法ꎬ估计结果最大的是“因生女儿被人瞧不起”ꎮ 总体上看ꎬ性别歧视盛

行的地方ꎬ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对专利申请的影响效果有所削弱ꎮ

　 　 表 ３ 　 　 检验假说 ２:性别观念
ｌｎ(专利申请) (１) (２) (３) (４) (５)

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
０.２６８∗∗∗ ０.２８１∗∗∗ ０.２６８∗∗∗ ０.２９０∗∗∗ ０.２７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６)

ｂｌａｕ×观念:怀孕
－０.５１０∗∗

(０.２１６)

ｂｌａｕ×观念:女儿
－０.６００∗∗

(０.２４０)

ｂｌａｕ×观念:薪酬
－０.４９０∗

(０.２５１)

ｂｌａｕ×观念:雇佣
－０.５００∗∗

(０.２１７)

ｂｌａｕ×观念:总体
－０.５３５∗∗

(０.２２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１３６ １１０ １３６ １１０ １３６ １１０ １３６ １１０ １３６ １１０
Ｒ２ ０.７８０ ０.７８０ ０.７８０ ０.７８０ ０.７８０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注:(１)括号中是城市层面聚类标准误ꎮ (２)∗∗∗、∗∗、∗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ꎮ

由于观念这一指标比较主观ꎬ我们选取 ２００５ 年初生婴儿性别比和该城市历史上的族谱

数据(Ｗａｎｇꎬ２０２０)作为备选指标对此加以考察ꎮ 表 ４ 结果表明ꎬ族谱数每增加 １ 册ꎬ科技人

员性别平衡指数对专利申请的影响下降 ０.００１ꎬ结果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ꎮ 而初生婴

儿性别比和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的交互项同样为负ꎬ尽管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不

显著ꎮ 表 ３ 和表 ４ 都说明假说 ２ 得到了证实ꎮ

０４１
①受篇幅所限ꎬ文中没有报告这部分结果ꎬ如有兴趣可来信索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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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检验假说 ２:性别观念(备选指标)
ｌｎ(专利申请) (１) (２)

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 ０.４１９∗∗∗ ０.２１８∗∗∗

(０.１４２) (０.０３８)
ｂｌａｕ×初生婴儿性别比(２００５) －０.１７９

(０.１２２)
ｂｌａｕ×族谱册数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１４７ ５３３ １３８ ４２１
Ｒ２ ０.７８０ ０.７８０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注:(１)括号中是城市层面聚类标准误ꎮ (２)∗∗∗、∗∗、∗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著ꎮ

(三)可能的微观视角:异性合作、社会交换倾向与工作表现

如前所述ꎬ关于性别构成比例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的讨论相对较少ꎬ部分文献试图

从社会心理学和管理学等角度来提供可能的微观解释ꎮ 我们借鉴 Ｈｏｏｇｅｎｄｏｏｒｎ 等(２０１３)与
Ｙｏｓｈｉｋａｗａ 等(２０２０)ꎬ围绕异性合作与个体工作表现、以及社会交换取向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

色ꎬ设计问卷并回收获得了 ３６７ 份有效问卷ꎮ 本部分基于这一调查数据检验假说 ３ꎮ
表 ５ 首先给出了异性合作与社会交换取向得分之间的相关关系ꎮ 由于表中各列的被解

释变量取值均在一定范围内(ＳＥＯ、ＮＥＯ、ＲＥＯ、ＧＥＯ、ＰＩＦ、ＲＲ 和 ＵＧ 取值分别在 １０ ~ ７０、２ ~
１４、２~１４、６~４２、２~１４、２~１４ 和 ２~１４ 之间)ꎬ我们采用 Ｔ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展开有关分析ꎮ 结果

表明ꎬ即便考虑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以及职级岗位等个体可观测特征之后ꎬ经
常共事同事中的异性构成与社会交换取向(ＳＥＯ)以及其子维度协商交换取向(ＮＥＯ)和广义

交换取向(ＧＥＯ)得分均存在统计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ꎬ同时也与广义交换取向(ＧＥＯ)的子维

度声誉回报(ＲＲ)统计显著正相关ꎮ 具体而言ꎬ个体经常共事的同事中的异性构成比例每提

高 １ 个百分点ꎬ其社会交换取向(ＳＥＯ)得分增加 ０.０３５ꎬ具体表现为协商交换取向(ＮＥＯ)和
广义交换取向(ＧＥＯ)得分分别增加 ０.０１２ 和 ０.０２５ꎬ且广义交换取向得分增加主要源于声誉

回报(ＲＲ)得分增加 ０.０１３ꎮ

　 　 表 ５ 　 　 检验假说 ３:异性合作与社会交换取向得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ＳＥＯ ＮＥＯ ＲＥＯ ＧＥＯ ＰＩＦ ＲＲ ＵＧ

经常共事同事中的异性构成(％)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性别(男性＝ １) ０.３２３ ０.５２４∗ －０.１８７ ０.２５２ ０.０３０ ０.１７２ －０.１６４
(０.８６１) (０.２９０) (０.２６８) (０.６５４) (０.２６４) (０.２８４) (０.２２５)

年龄(３６ 岁以上＝ １) －０.７７７ －０.３８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１ －０.１７５ ０.０９６ －０.１０２
(０.９９１) (０.３３４) (０.３０８) (０.７５４) (０.３０４) (０.３２７) (０.２５９)

受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 １) １.０３９ ０.２３８ －０.１１３ ０.６４４ ０.１２３ ０.３８２ ０.２９８
(１.０１４) (０.３４２) (０.３１６) (０.７７４) (０.３１２) (０.３３５) (０.２６５)

工作年限(４ 年以上＝ １) １.４７１ ０.８８９∗∗ ０.１９４ ０.３７６ ０.５３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７
(１.０３０) (０.３４７) (０.３２０) (０.７８３) (０.３１６) (０.３３９) (０.２６９)

职级岗位(中层及高层管理人员＝１) ０.０５３ －１.３７５∗∗∗ ０.０５５ １.３０９ ０.４１４ ０.４０２ ０.６３１∗∗

(１.１３５) (０.３８２) (０.３５３) (０.８６０) (０.３４７) (０.３７２) (０.２９７)
观测值个数 ３６７ ３６７ ３６７ ３６７ ３６７ ３６７ ３６７
　 　 注:(１)括号中是标准误ꎮ (２)∗∗∗、∗∗、∗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著ꎮ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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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给出了社会交换取向得分与个体工作表现之间的相关关系ꎮ 由于被解释变量“个
体工作表现”为取值在 １~７ 之间的排序分类变量ꎬ我们采用排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展开有关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考虑上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职级岗位等个体可观测特征后ꎬ社
会交换取向(ＳＥＯ)得分与个体工作表现统计显著正相关ꎮ

　 　 表 ６ 　 　 检验假说 ３:社会交换取向得分与个体工作表现

被解释变量:在企业的表现
(自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ＳＥＯ ＮＥＯ ＲＥＯ ＧＥＯ ＰＩＦ ＲＲ ＵＧ

排序 Ｌｏｇｉｔ 回归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４３∗∗ ０.１２７∗∗∗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９)
１＝相对较差(前 ７５％－１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略低于平均(前 ５０％－７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３＝高于平均(前 ２５％－５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４＝比较优秀(前 １０％－２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５＝十分优秀(前 ５％－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６＝非常突出(前 １％－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７＝出类拔萃(前 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观测值个数 ３６７ ３６７ ３６７ ３６７ ３６７ ３６７ ３６７
　 　 注:(１)表中第一部分为排序 Ｌｏｇｉｔ 回归直接所得系数及标准误ꎬ第二部分为转换为相应选项取值后对
应的边际效应及标准误ꎮ (２)各列均控制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职级岗位等个体可观测特
征ꎻ(３)∗∗∗、∗∗、∗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著ꎮ

细分来看ꎬ协商交换取向(ＮＥＯ)得分与个体工作表现并不相关ꎬ回归系数接近于 ０ 且统

计不显著ꎻ互惠交换取向(ＲＥＯ)和广义交换取向(ＧＥＯ)得分则与个体工作表现存在统计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ꎮ 除此之外ꎬ广义交换取向(ＧＥＯ)下属 ３ 个细分维度———利他传递(ＰＩＦ)、
声誉回报(ＲＲ)和期望间接回报的单边给予(ＵＧ)———均与个体工作表现统计显著正相关ꎮ
具体而言ꎬ社会交换取向(ＳＥＯ)得分每增加 １ 个单位ꎬ平均来说对应个体在企业中的表现位

于出类拔萃(前 １％)、非常突出(前１％－５％)和十分优秀(前 ５％－１０％)的概率分别上升 ０.１、
０.３、０.３ 个百分点ꎬ而高于平均(前 ２５％－５０％)、略低于平均(前 ５０％－７５％)和相对较差(前
７５％－１００％)的概率分别下降 ０.４、０.１ 和 ０.１ 个百分点ꎮ 互惠交换取向(ＲＥＯ)得分每增加 １
个单位ꎬ平均来说对应个体在企业中的表现位于出类拔萃(前 １％)、非常突出(前 １％－５％)
和十分优秀(前 ５％－１０％)的概率分别上升 ０.４、０.８、０.８ 个百分点ꎬ而高于平均(前 ２５％－
５０％)和略低于平均(前 ５０％－７５％)的概率则分别下降 １.３ 和 ０.４ 个百分点ꎮ 广义交换取向

(ＧＥＯ)得分每增加 １ 个单位ꎬ平均来说对应个体在企业中的表现位于出类拔萃(前 １％)、非
常突出(前 １％－５％)和十分优秀(前 ５％－１０％)的概率分别上升 ０.２、０.４、０.３ 个百分点ꎬ而高

于平均(前 ２５％－５０％)、略低于平均(前 ５０％－７５％)和相对较差(前 ７５％－１００％)的概率分

别下降 ０.６、０.２ 和 ０.１ 个百分点ꎮ 利他传递(ＰＩＦ)得分每增加 １ 个单位ꎬ平均来说对应个体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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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中的表现位于出类拔萃(前 １％)、非常突出(前 １％－５％)和十分优秀(前 ５％－１０％)
的概率分别上升 ０.６、１.１、１.０ 个百分点ꎬ而高于平均(前 ２５％－５０％)、略低于平均(前 ５０％－
７５％)和相对较差(前 ７５％ －１００％)的概率分别下降 １.８、０.５ 和 ０.２ 个百分点ꎮ 声誉回报

(ＲＲ)得分每增加 １ 个单位ꎬ平均来说对应个体在企业中的表现位于出类拔萃(前 １％)、非常

突出(前 １％－５％)和十分优秀(前 ５％－１０％)的概率分别上升 ０.４、０.８、０.７ 个百分点ꎬ而高于

平均(前 ２５％－５０％)、略低于平均(前 ５０％－７５％)的概率分别下降１.２和０.３个百分点ꎮ 期望

间接回报的单边给予(ＵＧ)得分每增加 １ 个单位ꎬ平均来说对应个体在企业中的表现位于十

分优秀(前 ５％－１０％)的概率上升 ０.７ 个百分点ꎬ而高于平均(前 ２５％－５０％)的概率则下降

１.２ 个百分点ꎮ
表 ５ 和表 ６ 表明ꎬ经常共事同事中的异性比例与社会交换取向(ＳＥＯ)以及其子维度协

商交换取向(ＮＥＯ)和广义交换取向(ＧＥＯ)得分更高ꎬ且 ＳＥＯ 和 ＧＥＯ 得分越高的个体在工

作中的相对表现更好ꎬ这是性别平衡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一个可能的内在传导机制ꎮ 表 ５
和表 ６ 说明我们的假说 ３ 也得到了验证ꎮ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ꎮ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跻身于男性占

主导地位的创新活动之中ꎬ性别平衡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这一话题逐渐引发关注和热议ꎮ
本文采用多个数据来源考察了企业内科技人员性别平衡指数对企业专利申请的影响ꎬ我们

发现:企业内科技人员性别平衡确实有利于企业创新ꎬ并且这种影响受到当地性别观念的影

响ꎮ 同时ꎬ我们对科技企业员工开展一手调查ꎬ进一步对性别平衡创新效应的内在机制进行

了探讨ꎮ
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ꎮ 从理论上看ꎬ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学界更深入理

解企业创新的内在规律ꎬ特别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科技人员性别平衡和宏观层面的社会性别

观念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ꎮ 从应用上看ꎬ本文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设计和调整创新导向

的人才政策ꎬ以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ꎮ 基于本文研究发现ꎬ我们建议:
第一ꎬ应实施激励政策ꎬ鼓励企业平衡男女科技人员比例ꎮ 本文研究表明ꎬ科技人员性

别平衡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ꎮ 在当前男性科技人员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ꎬ政府部门可以对

雇佣女性科技人员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专项补贴等激励政策ꎬ以提升企业对女性科

技人员的需求ꎬ从而改善高技术人才性别构成ꎬ充分发挥性别平衡的创新效应ꎮ
第二ꎬ应保障妇女合法权利、持续改善妇女发展环境ꎮ 本文研究表明ꎬ社会性别歧视是

抑制性别平衡创新效应的不可忽视的负面因素之一ꎮ 针对这些落后的社会文化观念ꎬ政府

部门应深入实施妇女发展纲要ꎬ保障妇女平等享有受教育、就业及政治权利ꎬ逐步消除歧视

妇女的落后社会观念ꎬ为女性科技人员发挥创新潜力创造良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ꎮ
第三ꎬ应解除制度束缚、培育更多更好的女性科技人才ꎮ 本文分析中发现ꎬ当前我国女

性科技人员规模偏小ꎬ这是科技人员性别比例偏离“势均力敌”局面的主要原因ꎮ 针对女性

科技人员供给短板ꎬ政府部门应积极实施女性导向的人才培育政策ꎬ诸如鼓励高校在 ＳＴＥＭ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相关专业招收更多女生ꎬ适度放宽女性在申请各类科研基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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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中的条件ꎬ从而有效扩大女性科技人员的供给规模ꎮ
不可否认ꎬ尽管我们尽可能选择最适合的数据来源ꎬ并多角度展开分析以确保结论的可

置信性ꎬ但本文仍可能存在不足ꎮ 首先ꎬ即使我们尽量控制企业可观测特征以及不同维度上

的固定效应ꎬ以缓解可能的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ꎬ但依然难以彻底消除内生性带来的

估计偏误ꎬ未来一个可能的做法是采取随机实验的办法对企业科技人员进行随机干预ꎬ从而

能够得到更为可信的因果效应ꎮ 其次ꎬ本文囿于数据ꎬ未能深入探讨企业科技人员性别构成

影响创新的内在传导机制ꎬ未来一个可能的做法是通过问卷调查或访谈深入了解企业不同

性别员工日常工作的互动情况并追踪其相应的工作表现ꎬ这将有助于我们打开性别平衡影

响企业创新的“黑匣子”ꎬ从而给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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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Ｍａｊｏｒꎬ Ｂ.ꎬ ａｎｄ Ｌ. Ｔ. Ｏ’ Ｂｒｉｅｎ.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ｔｉｇｍａ.”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５６:
３９３－４２１.

３４.Ｍａｔｓａꎬ Ｄ.ꎬ ａｎｄ Ａ. Ｍｉｌｌｅｒ. ２０１２. “Ａ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ｔｙｌｅ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Ｑｕｏｔａ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５(３):１３６－１６９.

３５.Ｍｉｌｌｅｒꎬ Ａ. Ｒ.ꎬ ａｎｄ Ｃ. Ｓｅｇａｌ. ２０１９. “Ｄｏ Ｆｅｍａｌｅ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ｒｉｍｅ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８６(５):２２２０－２２４７.

３６.Ｎｙｇａａｒｄꎬ Ｋ. ２０１１. “ Ｆｏｒｃｅｄ Ｂｏａｒ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ｗａｙ.” ＮＨＨ Ｄｅｐ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５ / ２０１１.ｈｔｔｐ: / / ｄｘ.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２１３９ / ｓｓｒｎ.１７９３２２７.

３７.Øｓｔｅｒｇａａｒｄꎬ Ｃ. Ｒ.ꎬ Ｂ.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ｓꎬ ａｎｄ Ｋ. Ｋｒｉｓｔｉｎｓｓｏｎ. ２０１１. “Ｄｏｅｓ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ｅｗ Ｃｒｅａｔ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Ｎｅｗ?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４０(３):５００－５０９.

３８.Ｐｅｌｌｅｄꎬ Ｌ. １９９６.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Ｇｒｏｕｐ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７(６):６１５－６３１.

３９.Ｐｅｌｌｅｄꎬ Ｌ.ꎬ Ｋ.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ａｎｄ Ｋ. Ｘｉｎ. １９９９. “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ｏｒｋ Ｇｒｏｕｐ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４４(１):１－３.

４０.Ｔａｊｆｅｌꎬ Ｈ.ꎬ ａｎｄ Ｊ. Ｃ. Ｔｕｒｎｅｒ. １９８６. “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Ｓ. Ｗｏｒｃｈｅｌ ａｎｄ Ｗ. Ｇ. Ａｕｓｔｉｎꎬ ７－２４.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Ｎｅｌｓｏｎ－Ｈａｌｌ.

４１.Ｔｅｒｕｅｌꎬ Ｍ.ꎬ ａｎｄ Ａ. Ｓｅｇａｒｒａ－Ｂｌａｓｃｏ.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１５(３):３１９－３４０.

４２.Ｔｓｏｕꎬ Ｍ. Ｗ.ꎬ ａｎｄ Ｃ. Ｈ.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９. “Ｄｏｅ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Ｆｉ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５:１９－３６.

４３.Ｗａｎｇꎬ Ｙ. ２０２０.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ｅ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ꎬ Ｖ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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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ＰＯ０ＶＦ６ / ＸＱＤＤＮＣ.
４４.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Ｋ. Ｙ.ꎬ ａｎｄ Ｃ. Ａ. Ｏ’Ｒｅｉｌｌｙ. １９９８.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Ｂ. Ｍ. Ｓｔａｗ ａｎｄ Ｌ. Ｌ.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ꎬ ７７－
１４０. Ｇｒｅｅｎｗｉｃｈꎬ ＣＴ: ＪＡＩ Ｐｒｅｓｓ.

４５.Ｗｏｏｌｌｅｙꎬ Ａ.ꎬ Ｃ. Ｃｈａｂｒｉｓꎬ Ａ. Ｐｅｎｔｌａｎｄꎬ Ｎ. Ｈａｓｈｍｉꎬ ａｎｄ Ｔ. Ｍａｌｏｎｅ. ２０１０.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３０(６００４):６８６－６８８.

４６.Ｘｉｅꎬ Ｌ.ꎬ Ｊ. Ｚｈｏｕꎬ Ｑ. Ｚｏｎｇꎬ ａｎｄ Ｑ. Ｌｕ. ２０２０.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Ｒ＆Ｄ Ｔｅａ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４９ ( １)ꎬ１０３８８５.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ｒｅｓｐｏｌ. ２０１９.
１０３８８５.

４７.Ｘｕｅꎬ Ｍ. Ｍ.２０２０. “Ｈｉｇｈ－Ｖａｌｕｅ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ｔｔｏ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ＰＲＡ Ｐａｐｅｒ ９１１００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ｈ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ｈｔｔｐｓ: / / ｉｄｅａｓ.ｒｅｐｅｃ.ｏｒｇ / ｐ / ｐｒａ / ｍｐｒａｐａ /
９１１００.ｈｔｍｌ.

４８.Ｙｏｓｈｉｋａｗａꎬ Ｋ.ꎬ Ｃ. Ｈ. Ｗｕꎬ ａｎｄ Ｈ. Ｊ. Ｌｅｅ. ２０２０.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０５(３):２９４－３１１.

Ｔｈｅ Ｐｌｕｍ Ｉｓ Ｎｏｔ Ｓｏ Ｗｈｉｔｅ ａｓ Ｓｎｏｗꎬ Ｂｕｔ Ｍｏｒｅ Ｆｒａｇｒａｎｔ ｔｈａｎ Ｉ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Ｇｅｎｄｅ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ｏ Ｈｕｉ１ꎬ Ｐａｎ Ｃｈｕｎｙａｎｇ２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ｏｎｇ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ꎻ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ｗｏｍｅ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ｌ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ｈｏｗ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ｔ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ｈｏｗ ｈｅｔｅｒｏｓｅｘｕ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ｗｏｒ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ｔ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ｓｔꎬ
ｇｉｖｅｎ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ａ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０.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ａｔ ｓｔｉｌｌ ｈｏｌｄｓ ａｆｔｅｒ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ｃｈｅｃｋｓ. Ｓｅｃｏｎｄꎬ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ｄｅｒ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 ｎｏｎ－ｎｅｇｌｉｇｉｂ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ｏｎ ｗｏｍｅｎ’ 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ｏｌｅꎬ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ｒｄꎬ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ｓｅｘꎬ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ｗａｒｄｉｎｇ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ꎻ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ｃｏｒｅｓꎬ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ｔ ｗｏｒｋ. Ｉｎ ｓｈｏｒｔ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１６ꎬ Ｌ２５ꎬ Ｏ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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